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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湖南省 2011—2021 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曾福生，郑爽鑫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湖南省 14 个市（州）2011—2021 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

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

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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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anel data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ZENG Fusheng，ZHENG Shuangxin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4 cities (prefecture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1,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each city (prefecture) have been calculated and their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have been prob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dex, the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index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unan Province all showed an upward tren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has achieved a leap from mild imbalance to bare coordinati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all cities (prefectures) 

has greatly improv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Except the basically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Zhuzhou and Xiangtan,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ost cities (prefectures) 

were not synchronized. The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hangsha has lagged behind for a long time while 

the new urbanization of other cities (prefectures) has lagged behind. Land and the labor resourc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ey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coupling coordin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民生之本。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的粮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这既归功于

国内粮食安全保障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也得益于有

效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资源作为国内生产供应和

产销缺口的重要补充[1]。然而，受新冠疫情、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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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的影响，粮食贸易的不

确定性增加，稳定国内粮食生产供给仍具有极端重

要性。“十四五”规划纲要对保障粮食安全作出全面

部署，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立为安全保障类约束

性指标列入五年规划。要实现“中国碗盛中国粮”，

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要且迫切。中国正处

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高速城镇化在改善城乡人

民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人口猛增、无序扩张、

水土退化、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2]。如果不能有

效化解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以及由此而

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对于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

来说，则会面临一些潜在的风险。中国城镇化发展

必须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新型城镇化便是适应

了这种发展趋势而提出的[3]。新型城镇化给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带来了新课题与新机遇，实现两者之间

良性互动对推动城乡统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

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已有研究主要从传统的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入

手，探讨城镇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城镇化与

粮食安全的协调关系等。城镇化在粮食生产和消费

两方面均对粮食安全有所影响[4]。在粮食生产方面，

城镇化引起土地扩张、土壤污染、用水竞争、劳动

力转移等问题造成粮食生产的资源投入减少[5,6]。城

镇化发展还通过带动农业技术进步、生产资本积

累、产业结构调整等对粮食生产产生影响[7,8]。在粮

食消费方面，城镇化促进了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

会提高粮食的需求总量，即加剧了粮食安全压力[9]。

总体来看，城镇化发展对于粮食安全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此外，少数学者就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究

竟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协调程度如何等相关问题开

展了研究。朱媛媛等[10]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

测器研究发现，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安全耦合

协调经历了濒临失调—中度协调的跨越，半数以上

市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型，土地与劳动力资源

是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核心要素。刘传明等[11]通过

测算淮河生态经济带 28 个地级市城镇化与粮食安

全的耦合协调水平发现，各市耦合协调水平稳步上

升，说明城镇化与粮食安全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崔

钊达等[12]构建粮食生产与城镇化协调性指数模型

发现，失衡的粮食主产区数量呈增加态势，大部分

粮食主产区协调类型属于粮食增长滞后型。姚成胜

等[13]运用耦合模型分析中国城市化与粮食安全耦

合关系发现，两者的协调度不断上升，但自 2001 年

以来，城市化指数一直高于粮食安全指数，粮食安全

是耦合系统的主要限制因素。 

现阶段，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粮食安

全的内涵由只注重粮食产量增加扩展到生产效率

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与风险抵御能力提升等方面。

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关

键，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各级政府的共识[14]。中国

城镇化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正在转向全面

提升质量的新阶段，新型城镇化是强调农业和粮

食、生态及环境等统筹发展的城镇化[15]。“十四五”

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实

现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发展

是顺应时代发展所需。已有研究成果为认清和科学

把握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两者的辩证

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较少文献直接对两者的耦

合协调发展进行深入考察。同时，现有研究大多以

全国、粮食主产区、中部地区等作为研究靶向，其

观测视角偏于宏观[16]，较少从市域等更为微观的尺

度进行探索。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全国粮食主产

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肩负

着扛稳粮食安全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重

任。基于此，本文拟以湖南省作为研究对象，首先

运用加入时间变量的熵值法测度各市（州）新型城

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其次，运用改进的

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的耦合演化特征；最后，

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测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

影响因素，以期为区域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的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方法 

（一）机理分析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规模扩

大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变迁。新型城镇化是质

量优先、规模适度的城镇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更注重人们生活品质、城乡融合发展以及蕴含了绿

色低碳等理念[17]。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时期

的一定地区，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由各生产要素综

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稳定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

出能力[18]。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http://www.baidu.com/link?url=Twow33w2iZJfKD2wrBsEIHklhtpPU5Pt6XffT8bCqbTT4F6sfphvchYksWGat34fyBn0gB4tqRA9jZcbwEj98wKfHHxVsYHPv9byoJrPX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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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促共进”，必须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其关键着力点在于资源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与再

配置机制。 

耕地面积影响粮食生产能力，而土地又是城镇

化发展的物质载体，国家对耕地面积的调控约束着

新型城镇化对土地利用结构的改变[10]。城乡过大的

收入差距使农民种粮意愿降低、投入粮食生产的劳

动力资源减少。流失的劳动力多是具有较高人力资

本的青壮年，这使得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面临数

量与结构的双重约束。当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也

会导致先进生产要素向农业或农村延伸和集聚，通

过改良育种和生产技术、改善生产条件等为粮食生

产提供技术、资金、装备和人才上的支撑[19]。同时，

为了协调城镇化诱致的新要素结构关系，土地集约

经营与管理逐渐成为适应性形态，为粮食适度规模

经营和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必备物质。当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之

后，城市中粮食消费的人口增加，且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会促进肉蛋奶等食物的

消费，这会促进食物总消费量的提升。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提高能够在保持粮食产出的前提下，减少对

土地及劳动力资源的占用，生产出质优量足的农副

产品，为食物消费转型升级提供支撑。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提升也通过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拉动消费、扩

大内需，为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本文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得性原则，构

建新型城镇化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借鉴已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20,21]，参考新型城镇

化官方规划文件，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经

济、空间、社会和生态 5 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

共选取 20 个指标来度量新型城镇化水平（表 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因素构

成[22]，主要取决于投入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本、技

术、劳动、制度等生产要素的状况。基于对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内涵的把握，同时主要参考辛岭等[23]的

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资源禀赋状况、物质装备水

平、粮食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四个准则层 15

项指标来衡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表 1）。 

表 1 新型城镇化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属性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占比（%） 0.040 5 + 

  城镇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0.064 7 +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029 7 + 

 经济城镇化 人均 GDP（元） 0.069 9 + 

  非农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0.002 1 +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0.079 5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51 1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0.072 1 + 

 空间城镇化 城市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0.105 0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平方米） 0.037 4 + 

  地均 GDP（万元） 0.131 0 + 

  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亿元） 0.168 1 + 

 社会城镇化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0.046 6 +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 0.008 9 -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0.035 7 + 

  供水普及率（%） 0.011 9 + 

  燃气普及率（%） 0.008 0 + 

 生态城镇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06 8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人） 0.022 1 + 

  城镇污水处理率（%） 0.008 8 +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资源禀赋状况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人） 0.027 0 + 

  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公顷/人） 0.034 8 + 

  复种指数 0.03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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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属性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物质装备水平 单位面积农机动力（万千瓦/千公顷） 0.071 4 + 

  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0.064 5 +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0.057 5 +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0.078 5 + 

  化肥使用强度（吨/公顷） 0.030 0 - 

 粮食产出水平 粮食总产量（万吨） 0.088 1 + 

  粮食单产（公斤/公顷） 0.041 6 + 

  劳动生产率 0.173 7 + 

 可持续发展水平 农药投入强度（吨/公顷） 0.038 7 - 

  水库数（座） 0.080 8 + 

  堤防长度（公里） 0.150 9 + 

  单位面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吨/公顷） 0.024 1 - 

 

（二）模型构建 

熵值法能够对数据进行客观赋权，避免专家赋

权的主观性，客观准确地评价研究对象。为了能够

实现不同年份之间的比较，本文借鉴赵会杰等[24]的

做法，对熵值法作了改进，加入时间变量，使得分

析结果更加合理。改进的熵值法评价模型如下： 

设定指标。设有𝑘个省份，𝑛个年份，𝑚个指标，

则𝑋𝜃𝑖𝑗为第𝜃年省份𝑖的第𝑗个指标值； 

指标的标准化处理。为消除不同指标量纲的影

响，参考陈寒冰[25]的研究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𝑋′
𝜃𝑖𝑗 =

𝑋𝜃𝑖𝑗−𝑋min

𝑋max−𝑋min
      （1） 

负向指标：𝑋′
𝜃𝑖𝑗 =

𝑋max−𝑋𝜃𝑖𝑗

𝑋max−𝑋min
      （2） 

对数运算过程中需底数大于 0，故对标准化后

指标的数据进行平移处理： 

𝑋𝜃𝑖𝑗
′′ = 𝑋𝜃𝑖𝑗

′ + 0.0001              （3） 

确定各指标权重： 

𝑃𝜃𝑖𝑗 = 𝑋𝜃𝑖𝑗
′′ / ∑ ∑ 𝑋𝜃𝑖𝑗

′′
𝑖𝜃

           （4） 

𝑒𝑗 = −𝑟 ∑ ∑ 𝑃𝜃𝑖𝑗𝑖𝜃
ln(𝑃𝜃𝑖𝑗), 𝑟 = 1/

ln(𝑘𝑛)                        （5） 

𝐺𝑗 = 1 − 𝑒𝑗                        （6） 

𝑊𝑗 =
𝐺𝑗

∑ 𝐺𝑗𝑗
                         （7） 

计算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𝑈𝜃𝑖 = ∑ (𝑋′
𝜃𝑖𝑗𝑊𝑗)

𝑗
                （8）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研究区域整体均衡发展程

度的有效工具，但传统的耦合度模型被验证存在效

度和信度不够的问题。因此，本文拟采用改进的耦

合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两

系统的耦合状态，修正后的模型使耦合度尽可能分

布于[0,1]，进一步计算出来的协调发展度可以更合

理地代表耦合协调关系与发展水平的测度[26]： 

 

当𝑛=2 时，假定max𝑈𝑖为𝑈2，得到新型城镇化

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两系统耦合度函数模型如下： 

 

 

式中：𝑈1、𝑈2是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数；C 为耦合度值，C∈[0,1]，C

越大表示两系统耦合越好，就越能促进系统趋向新

的有序结构。但当两个系统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水

平时，计算结果反而会得到系统间协调度较高的结

果，因此本文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协调

度模型，以防止两系统处于低水平状态时可能会出

现的“虚假高耦合”现象（伪协同）。模型如下： 

 

式中：𝐷为耦合协调度，𝐷∈[0,1]，𝐷越大表明

二者之间的整体水平越高，越能进行良性互动，从

而推动彼此的发展；𝑇表示综合协调指数，𝛼和𝛽表

示待定系数，且𝛼+𝛽=1，考虑到新型城镇化与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同等重要，因此令𝛼=𝛽=0.5。此外，

再运用相对发展度（𝑃）判断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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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产能力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差异： 

𝑃 = 𝑈1/𝑈2 

结合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27]，进一步划分

出两系统耦合协调阶段及其内部水平差异（表 2），

以直观判别二者耦合关系的系统发展特征。 

表 2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耦合协调等级及类型 

 区间 耦合协调等级/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度 D [0.00, 0.10) 极度失调 

[0.10, 0.20) 严重失调 

[0.20, 0.30) 中度失调 

[0.30, 0.40) 轻度失调 

[0.40, 0.50) 濒临失调 

[0.50, 0.60) 勉强协调 

[0.60, 0.70) 初级协调 

[0.70, 0.80) 中级协调 

[0.80, 0.90) 良性协调 

[0.90, 1.00] 优质协调 

相对发展度 P [0.0, 0.9)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0.9, 1.1] 同步发展 

(1.1, +∞)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滞后型 

 

参考已有研究[28,29]，并结合理论与实际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劳动力

结构、城乡收入差距等都可能是影响新型城镇化与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

以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人均 GDP、非农

就业人口比重、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指数共 5 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表 3），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分别采用 F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进行估计，都在 5%的水平下拒绝了原

假设，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为避

免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取对

数处理，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𝐷𝑖𝑡 = 𝛼0 + 𝛽1ln𝑝𝑔𝑑𝑝𝑖𝑡 + 𝛽2𝑙𝑝𝑖𝑡 + 𝛽3ln𝑏𝑢𝑎𝑖𝑡

+ 𝛽4𝑖𝑛𝑑𝑢𝑖𝑡 + 𝛽5𝑢𝑟𝑖𝑛𝑖𝑡 + 𝑦𝑡 + 𝜇𝑖

+ 𝜀𝑖𝑡 

式中：𝐷𝑖𝑡为耦合协调度，𝑖表示地区，𝑡表示时

间；𝑝𝑔𝑑𝑝是经济发展水平；𝑙𝑝是劳动力结构；𝑏𝑢𝑎

是城市建成区面积；𝑖𝑛𝑑𝑢是产业结构；𝑢𝑟𝑖𝑛是城乡

收入比；𝑦𝑡为时间效应；𝜇𝑖为个体效应；𝜀𝑖𝑡是随机

扰动项。 

表 3 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变量符号 

被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 D 

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pgdp 

劳动力结构 非农就业人口比重 lp 

土地利用方式 建成区面积 bua 

产业结构 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indu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比 urin 

 

三、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

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本文采用的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22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湖南农村

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统计年鉴、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相关政府工作报

告等；对于缺失数据，基于相邻年份数据，采用插

值法进行补充。 

（一）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分析 

利用熵值法测算 2011—2021 年湖南省各市

（州）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并通过汇总的方式计

算出湖南省的均值。时序变化如表 4 所示。总体来

看，研究期内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逐年递增，由

2011 年的 0.1650 稳步提升至 2021 年的 0.3646。具

体来看，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基

本呈现逐年增长的递进式发展态势（衡阳市和张家

界市个别年份指数略有下降），表明湖南省各市

（州）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显著提升，新型城镇

化建设取得了持续进展。但目前湖南省各市（州）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不同市（州）呈现

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不均匀、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

状态。空间演化如图 1（a、b）所示。湖南省新型城

镇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长株潭”三足鼎立的分

布格局。长株潭新型城镇化水平位列全省前三名，

分别为 0.8682、0.4376、0.4311。在中部崛起等国家

战略支持和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目标驱动

下，长株潭城市群抢抓契机，加快发展，经济建设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

增长极。其中，长沙市新型城镇化指数远超其他市

（州），长沙作为湖南省的省会城市拥有人才、政策

倾斜等方面的优势，优先获得了全面发展，极大地

促进了新型城镇化进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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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2021 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综合指数时序变化 

地区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综合指数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21 年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7 年 2019 年 2021 年 

长沙市 0.451 1 0.548 1 0.618 4 0.734 0 0.800 6 0.868 2 0.355 1 0.408 2 0.438 6 0.421 5 0.499 3 0.580 0 

株洲市 0.218 9 0.259 2 0.298 9 0.346 4 0.385 5 0.437 6 0.275 5 0.328 3 0.357 6 0.354 7 0.404 5 0.493 4 

湘潭市 0.182 7 0.244 6 0.290 8 0.342 7 0.392 0 0.431 1 0.260 8 0.316 2 0.350 8 0.326 1 0.360 3 0.425 4 

衡阳市 0.199 5 0.218 2 0.256 0 0.274 4 0.320 9 0.376 3 0.398 4 0.532 1 0.550 4 0.521 8 0.535 7 0.505 3 

邵阳市 0.105 5 0.155 1 0.190 2 0.215 5 0.242 7 0.305 2 0.367 8 0.407 6 0.420 2 0.415 6 0.454 0 0.483 5 

岳阳市 0.168 2 0.203 3 0.244 9 0.273 4 0.321 3 0.384 7 0.422 8 0.509 5 0.538 1 0.504 7 0.548 8 0.614 1 

常德市 0.146 0 0.172 8 0.206 6 0.247 2 0.297 2 0.354 1 0.502 8 0.626 2 0.645 5 0.621 3 0.661 2 0.717 2 

张家界市 0.111 4 0.132 3 0.137 8 0.182 9 0.201 7 0.218 7 0.168 2 0.189 0 0.202 5 0.207 0 0.241 4 0.280 4 

益阳市 0.124 5 0.160 3 0.190 4 0.244 6 0.266 3 0.324 4 0.366 6 0.495 8 0.513 4 0.505 7 0.568 1 0.651 4 

郴州市 0.138 2 0.184 2 0.239 1 0.261 3 0.284 1 0.353 8 0.280 7 0.350 0 0.369 5 0.367 0 0.412 0 0.446 8 

永州市 0.119 7 0.140 0 0.184 3 0.209 2 0.246 4 0.273 8 0.411 1 0.486 2 0.510 6 0.494 3 0.519 2 0.566 1 

怀化市 0.125 1 0.149 8 0.165 9 0.195 2 0.234 4 0.269 5 0.314 7 0.345 9 0.370 6 0.356 2 0.412 1 0.443 1 

娄底市 0.122 3 0.160 0 0.186 9 0.222 5 0.264 3 0.285 6 0.265 9 0.287 9 0.315 4 0.307 3 0.345 5 0.400 0 

湘西州 0.096 7 0.091 2 0.123 9 0.154 2 0.191 2 0.221 6 0.218 2 0.286 6 0.303 3 0.304 3 0.344 7 0.392 7 

均值 0.165 0 0.201 4 0.238 2 0.278 8 0.317 7 0.364 6 0.329 2 0.397 8 0.420 5 0.407 7 0.450 5 0.500 0 

 

     

图 1 2011 和 2021 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空间分布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测度与分析 

利用熵值法对 2011—2021 年湖南省各市（州）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综合指数进行测算，并通过汇总

的方式计算出湖南省的均值。时序变化如表 4 所示。

湖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从 2011 年的 0.3292

波动上升到 2021 年的 0.5000，说明湖南省粮食产

出水平、资源使用效率以及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得到

明显提升。具体来看，研究期内湖南省各市（州）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总体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态势，但

不同市（州）具有不同的变化过程。空间演化如图

1（c、d）所示。湖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总体呈现

“北高南低，西北最低”的空间分布状态。其中，

常德（0.7172）、益阳（0.6514）和岳阳（0.6141）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最高，主要在于三市均位于洞

庭湖地区，拥有适宜的气候条件，同时该区域种植

业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农业生产基础好。张家界

（0.2804）和湘西（0.3927）在全省最低，张家界山

地多，土层薄，土壤较贫瘠，种植业不发达，粮食

生产不具优势。湘西山丘多、良田少，地形较为复

杂，气候变化无常，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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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水平低 , 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因素，导致农业

用地资源效益不高，粮食单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三）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

调水平分析 

从整体上看（图 2）：研究期内湖南省新型城镇

化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度由 0.6473 波动上升

到 0.7941，表明两系统耦合相关强度逐渐增强，二

者相互作用并不断深化。研究初期，湖南省各市

（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均处于较低

水平，“十二五”以来，湖南全省上下从实施“四化

两型”战略到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各市（州）

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治理、社

会发展投入、民生福祉等各方面都得到显著改善和 

 

图 2 2011—2021 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耦合协调的时间变化趋势 
 

提高，因此，研究后期两系统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耦合度提高。2011—2021 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度均值逐年递增，从

0.3999 稳步提升至 0.5859，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

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表明两系统双向良性

互动和有序协同发展逐渐增强，符合研究期内湖南

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

著提升的现实情况。 

从市（州）层面看（表 5）：2011—2021 年湖南

省各市州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皆有明显提升。2021 

年长沙耦合协调度最高，达到 0.7066，说明其新型

城镇化建设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协调效应好，二

者较好地实现了协调发展。主要原因在于长沙是首

批国家级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会城市，经济较为发

达，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政府财

政投入力度较大，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农业农村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生

产条件不断改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使

得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31]。株洲、湘潭紧跟

其后，耦合协调度均超过了 0.6000。而永州、张家

界、湘西耦合协调度则均未达到 0.5000，湘西最低， 

仅为 0.4584。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地形条件等不

利条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才队伍匮

乏，工业基础薄弱，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农

业生产条件差，农业农村发展难度大。 

表 5 2011—2021 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趋势 

地区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长沙市 0.5832 0.5754 0.6187 0.6241 0.6349 0.6355 0.6025 0.5947 0.6550 0.6861 0.7066 

株洲市 0.4626 0.4814 0.5018 0.5230 0.5396 0.5647 0.5874 0.5908 0.6180 0.6176 0.6527 

湘潭市 0.4222 0.4475 0.4875 0.5149 0.5322 0.5527 0.5687 0.5556 0.5957 0.6346 0.6513 

衡阳市 0.4352 0.4375 0.4461 0.4622 0.4806 0.5022 0.5005 0.5015 0.5420 0.5631 0.5959 

邵阳市 0.3300 0.3457 0.3874 0.4045 0.4245 0.4365 0.4508 0.4676 0.4756 0.5104 0.5329 

岳阳市 0.4012 0.4245 0.4330 0.4481 0.4712 0.4831 0.5011 0.5159 0.5409 0.5667 0.5890 

常德市 0.3744 0.3879 0.3939 0.4190 0.4249 0.4554 0.4655 0.4816 0.5062 0.5240 0.5481 

张家界市 0.3325 0.3319 0.3613 0.3691 0.3684 0.4056 0.4255 0.4416 0.4455 0.4470 0.4621 

益阳市 0.3530 0.3710 0.3899 0.4150 0.4199 0.4359 0.4736 0.4780 0.4885 0.5043 0.5314 

郴州市 0.3689 0.4028 0.4207 0.4644 0.4777 0.4885 0.5007 0.5057 0.5195 0.5525 0.5825 

永州市 0.3472 0.3586 0.3685 0.3905 0.4140 0.4274 0.4398 0.4659 0.4742 0.4803 0.4957 

怀化市 0.3533 0.3713 0.3824 0.3827 0.4000 0.4217 0.4324 0.4577 0.4702 0.4818 0.5026 

娄底市 0.3491 0.3710 0.3949 0.4116 0.4248 0.4402 0.4644 0.5064 0.5056 0.5051 0.5221 

湘西州 0.3134 0.3158 0.3092 0.3284 0.3517 0.3874 0.3878 0.4190 0.4285 0.4394 0.4584 

 

接下来，为了更直观地呈现 14 个市（州）新型

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发展的

空间差异特征，基于 2011、2016 以及 2021 年各市

（州）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利用 Geoda 软件对其进

行空间可视化处理，相关结果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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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2021 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 
 

从耦合协调类型空间演变看，2011—2021 年，

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耦合协调阶段均向良性互动方向改变，耦合协调发

展的正向效应显著，有望能够实现协调发展。具体

来看，2011 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度仅涉及 3 种类型，其中，

分布最广泛的耦合协调类型为轻度失调类型，包括

邵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

娄底、湘西；属于濒临失调类型的包括株洲、湘潭、

衡阳、岳阳，占比 28.6%；仅长沙处于勉强协调类

型。至 2016 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度囊括 4 种类型，其中处

于濒临失调类型的市（州）较多，占比 64.3%，表

明该时期湖南省各市（州）基本处于低水平的相互

制约状态。其中，邵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

州、永州、怀化、娄底由轻度失调阶段上升到濒临

失调阶段；株洲、湘潭、衡阳则由濒临失调阶段上

升为勉强协调类型；长沙由勉强协调阶段上升为初

级协调阶段；除此之外，岳阳、湘西耦合协调类型

保持不变但耦合协调度皆有所提升。到 2021 年，湖

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

合协调度共涉及 4 种类型，其中，湘西由轻度失调

阶段上升为濒临失调阶段；邵阳、岳阳、常德、益

阳、郴州、怀化和娄底则由濒临失调升至为勉强协

调类型；株洲、湘潭由勉强协调进一步上升为初级

协调阶段；长沙由初级协调阶段转变为中级协调阶

段；衡阳、张家界和永州的耦合协调度变化不大，

协调类型保持原状。至此，湖南省各市（州）新型

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基本实现相对协调发

展，但其主要处于勉强协调水平，整体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 

（四）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

调类型及短板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湖南省各市（州）两系统协调发

展存在的问题及短板，本文利用相对发展模型，划

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耦合协调类型，所得结果见表 6。 

表 6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类型 

地区 2011 年 2016 年 2021 年 

长沙市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滞后型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滞后型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滞后型 

株洲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湘潭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同步发展 同步发展 

衡阳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邵阳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岳阳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常德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张家界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益阳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郴州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永州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怀化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娄底市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湘西州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新型城镇化滞后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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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可知，研究期间，除株洲和湘潭新型城

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基本均衡发展外，湖南省

大部分市（州）二者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耦合协

调类型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 

具体来看，2011—2021 年长沙市新型城镇化水

平较高，但长期属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滞后型。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长沙城镇建设用地不断

扩张，二三产业迅速崛起，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吸

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第一产业发展也转向

经济作物、农旅结合等新业态，粮食生产由于效益

不高而被不断边缘化。株洲和湘潭从新型城镇化滞

后型转变为两者同步发展型。株洲和湘潭抢抓中部

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全力

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依托工业基地优势，加速推

进传统工业的优化升级，努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

教育、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城镇规模不断扩大、

城镇功能不断增强，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株

洲和湘潭始终绷紧粮食安全保障这根主弦，实行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向农

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得到显著提升，两者呈现同步发展状态。其余各市

州耦合协调类型则属于“新型城镇化滞后型”。衡

阳、岳阳、常德、益阳、邵阳、永州、怀化、郴州

是农业大市、种粮大市，该类型区农业资源丰富，

粮食单产水平高，承担了全省大部分的粮食产出

量；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但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新

型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张家界、

娄底、湘西的城市建设大大落后于其他市州，亟待

进一步发展[32]。张家界地形复杂，土壤较贫瘠，严

重限制了其农业的发展；而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则

面临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不利于形成城镇群，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特别是产业发展投资不够，工业基础

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以旅

游业为主的服务业等问题，因此，张家界新型城镇

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水平均位于全省末位。 

（五）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协调发

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1．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StataMP14计量分析软件分析新型城镇

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见表 7。 

表 7 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pgdp 0.021 0.025 0.88 

lp 0.204*** 0.043 4.56 

bua -0.039*** 0.023 -2.62 

indu 0.276** 0.045 2.28 

urin -0.013* 0.007 -1.83 

常数项 0.105 0.266 0.13 

R2 0.943 

F 170.69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由表 7 可知：（1）人均 GDP 对耦合协调度的作

用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能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较好的物质基础，通过完

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以及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等，也会促使二者耦合协调发展。（2）

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大量农村

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从事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

可以促进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产业持续发展，

带动新型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同时，先进生产要素

逐渐渗透到农业领域，推进了农机装备转型升级，取

代了部分农业劳动力，导致粮食生产对劳动力需求

大大减少。（3）城市建成区面积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

著的负向效应。城市的扩张侵占了大量高质量的农

田，在利益驱动下，耕地占补平衡政策难以落实到

位，导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不利于二者耦合协

调发展。说明土地作为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资

源，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中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日益凸

显[15]。（4）产业结构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随

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逐渐形成与

新型城镇化建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互促机制，有

利于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长足发展。

（5）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增大不利于耦合

协调度的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调动农民生产

生活积极性，有助于城乡要素畅通流动，进而推动新

型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协调发展。 

2．稳健性检验 

本文接下来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检验结论

的可靠性。通过对解释变量滞后化处理进行检验

（表 8），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结构、土地利用方式、

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比的各回归系数方向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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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回归系数大小变动较平稳，综合来看，主回

归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8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值 

l.pgdp -0.004 0.030 -0.14 

l.lp 0.136*** 0.048 2.81 

l.bua -0.033** 0.016 -2.03 

l.indu 0.232* 0.131 1.78 

l.urin -0.011 0.007 -1.50 

常数项 0.341 0.283 1.21 

R2 0.933 

F 139.68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首先，2011—2021 年湖南省新

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持续进展，但目前各市（州）

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同市（州）新型城镇

化发展速度不均匀，呈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研

究期间，湖南省粮食产出水平、资源使用效率以及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各市（州）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具有不同的变化过程，但总体呈现出

波动中增长的态势。其次，2011—2021 年湖南省耦

合协调度均值逐年递增，从 0.3999 稳步提升至

0.5859，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

调”的跨越，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

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从耦合协调类型来看，除株

洲市和湘潭市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基本均衡发展外，湖南省大部分市（州）的进程并

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

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最后，从影响因素来看，

产业结构、土地利用方式、劳动力投入结构、城乡

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此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第一，切实处

理好城镇规划用地和耕地保护的关系。制定科学合

理的城乡土地利用全局规划，着力优化城镇空间结

构。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加强政府对土地利用

的宏观调控与监管作用，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发展。第二，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城乡统筹发展是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与保障粮食

安全的重要抓手。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体制机

制，促进城乡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提升城乡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第三，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高

质量发展。应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深度融

合，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助力新型城

镇化建设。同时要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全

方位加强育种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也要统筹全省农

民教育培训工作，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

营的高素质农民，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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